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发展研究：基于要素协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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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优化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路径，从要素协同的视角剖析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的整体区域特征及现存问题，总结归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的经验模式。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发展明显不均衡，尽管已在组织与制度设计、跨境科技创新协同、要素流动与共享、创新合作平台体系搭建等方面形成了特色经验与模式，但仍然存在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产业科技创新协同程度不高、要素流动渠道不畅、主体动力不足且协同性不强等问题。基于此，提出完善科技协同创新协调机制、推进形成创新资源共享和开放机制、打造创新主体协同机制及建立协同创新资金保障机制等建议，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打破“三个地区、两种制度、三种语系”的创新要素流动障碍，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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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lements 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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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verall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B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ment synergy, and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B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n GBA is obviously unbalanced, although experiences and models with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areas of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design, cross-bord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element flow and sharing, and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platform system construction, etc.,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synergy of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not high, the channels for factor flow are not smooth, the main body is not motivated, and the coordination is not strong.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perfecting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innovative resource sharing and opening mechanism, creating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subject and establishing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cooperative innovation fun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GBA to break the "three regions, two systems, three language systems" of innovation elements flow obstacles, and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with glob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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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以及珠三角9个城市 （即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佛山、东莞、江门、肇庆、惠州）组成，是我国目前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仅带动了广东省经济增长，辐射泛珠三角地区，而且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也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2019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1]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空间布局等方面作出全面规划，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将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显然，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依托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形成经济联系紧密、空间组织紧凑、互联互通的城市群体。对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而言，由于大湾区包括粤、港、澳3个地区、2种制度、3种语系，是一个跨制度的区域[2]，存在海关、制度等不同导致的地理边界人为割裂，无法像国内其他行政区之间实现无缝连接，因此，区域协调尤其是创新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是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议题。
学术界对此也开展了较多研究，如范旭等[3]基于创新链协同治理构建了基于创新链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框架，探讨了实现创新链治理的协同治理模式与互动融合机制；蹇令香等[4]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利用2008－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相关数据，分析其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状况；张宗法等[5]则从科技创新协同视角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现状进行梳理，探讨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共同体的对策建议；叶林等[6]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从制度协同创新、主体协同创新、要素协同创新以及网络协同创新等方面厘清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政策建议；黄群慧等[7]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来探究如何将粤港澳大湾区构建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陈广汉等[8]认为可以通过知识生产、转化机制、创新平台、产业发展和制度环境建设的有机结合，进而构建“香港、广州知识创造——深圳知识转化——珠三角产品应用”三位一体的协调创新体系；辜胜阻等[9]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应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合力打造多主体联动、要素充裕且流动自由、制度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
回顾以往文献可知，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研究视角多样，尽管这些研究都强调区域协同的重要性，也提出了针对性建议，然而专门聚焦于要素协同方面的研究不多，虽有个别涉及，但仍然不够深入。为此，本文试图从要素协同的视角，基于《广东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以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有关工作总结等资料与数据，在全面剖析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总体区域特征、存在问题与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2    理论基础
协同学由赫尔曼·哈肯首创[10]，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协同学主要研究系统通过内部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最终从无序转向有序发展的规律。根据协同学的理论，协同效应指由于系统内的资源要素或子系统彼此协调配合，支配着系统从无序向有序转化,从而得到“1+1>2”的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也就是形成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11]。
协同创新的定义由美国麻省工学院研究员彼得·葛洛最先提出，即“由自我激励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12]。一般来说，协同创新指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要素协调配合，通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而实现最优整体效应的协同过程[13]。
区域协同创新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区域协同创新，即区域科技协同创新，具体研究一个区域内各地区科技创新活动的协同，主要表现为各地区的科研项目、科研活动人员和机构区域间的协同，以实现最大限度提升区域协同创新绩效的目标。广义的区域协同创新，指一定区域内各地区之间进行创新的协同行为，以整合与协调地区间的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等因素，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整个区域效益最大化的目的[14]。
3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特征及问题分析
3.1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的整体区域特征
科技资源具有稀缺属性，相对于某一时间点，各城市及创新主体的科技需求是无限的，但其能够使用的科技资源有限，对有限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需要不同城市和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15]。在我国的区域经济体中，粤港澳大湾区属于典型的多中心结构[16]，城市群在创新发展定位方面存在着冲突，或者中心城市、相邻城市间在科技人才、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资金、高校和科研平台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复建设或激烈竞争。
（1）广州、深圳和香港的情况。广州、深圳、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核心城市。香港是全球重要的金融、贸易中心，国际化程度高，经济富有活力，还拥有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高等教育水平在大湾区中处于领先地位。深圳则以聚集了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要素聚集，科技资源丰富。广州是国家级门户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物流枢纽，高新技术企业众多，聚集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近百所高校和一大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科教资源丰富，创新环境良好[17]。大湾区3座核心城市创新发展动力强劲，有利于拉动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创新发展，但与此同时，3座核心城市也存在着虹吸效应，阻碍周边其他城市聚集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
（2）其他城市的情况。澳门是中-葡经贸合作平台，国际性休闲度假、旅游和娱乐中心，但产业结构十分单一，博彩业和旅游业发达；珠海、佛山和东莞是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中山、惠州、肇庆和江门产业基础良好，能够为大湾区提供充足廉价的工业产品。但是这几座城市在经济总量上远远不及广州、深圳和香港3座核心城市，创新要素流动效率相对较低，创新资源聚集不够，科研实力也相对较弱，协同创新的基础比较薄弱。
目前大湾区内协同创新发展较紧密的有广州-深圳、广州-佛山、深圳-东莞、香港-深圳、澳门-珠海。广州与深圳两地由于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流动频率较高，两地的协同创新合作非常紧密。自“广佛同城”概念提出后，广州与佛山不断深化合作，逐步形成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深圳和东莞地理位置接近、产业模式高度互补。深港合作有利于香港科研资源丰富、国际化程度高的优势与深圳的科技产业化优势结合，有利于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等因素，澳门和珠海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相对密切的合作，目前珠海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与澳门形成产业互补，横琴自贸区成为珠澳协同发展的新窗口。整体上，大湾区内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佛山、东莞等城市间协同发展创新程度较好，而其余城市的协同创新发展程度偏弱，大湾区存在着协同创新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3.2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现存问题
3.2.1  科技协同创新机制体制尚未完善
近年来，我国不断出台有关协同创新的政策文件，为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在协同创新方面合作模式的升级，但从总体看，大湾区协同创新的机制体制尚未完善，科学的协同创新体系并未完全建立，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大都市群的协调治理[18]。其中，粤港、粤澳间的协调力度较大，而粤港澳三方共同协调的力度较小；在地市级层面，深港、珠澳协调较多，珠三角各地市参与港澳协调较少。大湾区区域整体统筹有待加强：三地合作以“一事一议”方式为主，制度化的区域协调统筹不足；各地缺乏资源共享的理念，内存在重复投入和重复建设的现象，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造成资源浪费。从体制机制创新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例如，虽然2019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有允许科研人员办理3年多次往返港澳商务签注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与现行人事管理政策存在冲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科技人员办理往返港澳多次商务签证仍受到限制。又如，财政科研资金跨境拨付手续办理及税收减免等措施亟待形成制度化，虽然广东省科技厅通过部门协同目前已顺利实现财政资金过境拨付，但仍没有形成制度规范；广东省企业、科研机构的科研资金过境税收仍比较高，阻碍了三地机构开展科技合作的积极性；科研人员因公临时赴港澳审批及办理签证程序繁琐、流程长；部分直属国家部委的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受到经费考核限制；粤港澳职业资格互认有待深化，跨境执业人数偏少阻碍人才的跨境流动；粤港澳三地的社保、购房、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不同。上述问题均属于国家事权，都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协调解决。
3.2.2  产业科技创新协同程度不高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一个区域，空间尺度关系复杂，拥有“一国两制”独特的制度环境，分属3个关税区、3个法域、流通3种货币，并因此面临不同体制、不同政治制度[19]。目前，港澳地区的“去工业化”导致产业链条缺失，广东产业技术水平总体处于较低端，产业层次不高，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制造业企业不多，处于“领跑”“并跑”的关键技术数量更少，重大产业上下游和关联产业发展仍不匹配。三地缺乏互补的产业结构和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产业结构的梯度有待进一步优化：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产业基础雄厚，但缺少便捷的全球化融资渠道和低成本产业发展资金，高端创新人才集聚度低，世界级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平台缺乏；香港拥有5所全球百强大学，基础研究能力较强，但科技产业发展薄弱，缺乏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企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不紧密；澳门高校教育资源已达到国际水平，但产业整体创新不足。此外，由于广东省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缺乏围绕核心技术和产业建立的成果转化基地或平台，未能系统化地推进港澳优势产业技术示范区转移转化。例如，广东省已建的面向港澳的孵化载体虽然数量可观，根据广东省科技厅公开数据，2019年共有134家创新创业载体成功孵化了320余家港澳毕业企业，但由于缺乏具有港澳背景或服务经验的创业导师及运营团队，创业辅导模式停留在交流、访谈阶段，难以从技术产品、市场资源等核心维度对在孵港澳项目进行持续打磨；人才引进机制及市场服务不完善，海外高端人才的引进仍比较依赖政府部门和有关熟人介绍，国际“猎头”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展相对滞后，海外科技园、海外研发中心、海外孵化器等离岸基地实现引才用才的作用尚未凸显。
3.2.3  科技协同创新动力不足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协同创新动力受到制约，阻碍城市之间的创新协同。深圳和广州作为创新型城市，创新要素聚集，创新资源丰富，创新能力强，是我国重要的技术辐射源头，香港拥有众多世界知名高校，创新能力也较高，然而，香港、深圳、广州三大龙头城市虽然在多个方面领先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虹吸效应超过其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但大湾区内各城市利益纽带作用弱。追求利益是各协同创新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目标和前提，然而目前大湾区内各协同创新主体的利益共同点不明确，协同动力机制不完善，缺乏良好的协同创新政策支持环境，削弱了协同创新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此外，粤港澳三地的地域文化、企业文化等存在一定差异，各协同创新主体存在一定的价值观和文化冲突，削弱了创新主体协同创新的动力。
3.2.4   科技协同创新资源要素流动渠道不畅
尽管粤港澳三地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流动效率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仍面临诸多限制，大湾区创新合作还日益陷入“大门开了，小门不开”的尴尬，创新资源的便捷高效流动受到非常大的制约[20]。一是受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较大。香港与澳门主张以市场为主体开展自主运营，减少政府规制，这有利于增强港澳地区的经济活力，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政府促进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的作用发挥；而大湾区内地城市则主张市场自主与政府规制相结合，但也不可避免地在一些领域中存在政府干预过多或者监管不力的情况。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这种观念上的差异，阻碍了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人才、信息、资金等创新要素自由高效流动。二是存在着关境障碍问题。香港和澳门是独立关税区，而内地9个城市属于内地关税区，因此创新资源要素的跨界流动不畅。即便没有流通限制，大湾区也必然存在要素流通“关境之前”和“关境之后”的障碍[21]，即跨境流通时受到检查和监控，以及内地城市和香港、澳门之间差异巨大的技术标准与行业准入标准。且受制于三地基本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天然差异，导致在科技企业税收、科研财政资金流动、科研项目行政审批、创新人才流动等方面行政壁垒明显，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造成了较大障碍，不利于技术扩散效应的形成，阻碍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三是三地知识产权法规不同，在国家知识产权局获得授权的专利必须经过港澳特区政府的再批准授权。港澳对专利、商标、版权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内地则实行3个不同部门分散管理；港澳的专利侵权救济方式只有法院诉讼一种途径，海关负责对版权及商标侵权活动进行刑事调查及检控，而广东省实行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保护“双轨制”。
3.2.5  创新主体协同性不强
区域创新主体协同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 针对创新资源不足、创新水平低下的现状, 政府、企业等主体发挥创新要素间相互补充作用，产生单独要素无法实现的整体效应过程[22]。大湾区的创新主体主要是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中介。大湾区的创新主体协同，即大湾区内各创新主体之间通过协同，产生整体效应大于个体效应之和的作用，其本质是大湾区内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突破空间等限制所产生的增值效应[23]。目前大湾区创新主体间的互动交流比较缺乏，协调能力薄弱，并未发挥企业与高校、研究所等其他创新主体协同产生的技术和知识的放大效应、企业同政府之间的制度创新效应，以及企业之间协同产生的价值链增值效应。以成果转化为例，由于政策导向和绩效评价等原因，部分高校科技成果本身的技术成熟度低、缺乏与市场及产业的精准对接，科研成果评估定价机制不够完善，环节多、时间长，影响转化时效，导致大湾区内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
4   粤港澳大湾区推进科技协同创新的探索及成效分析
近年来，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粤港澳在推进科技创新合作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体制机制探索。
4.1 组织与制度设计取得突破
近年来，在组织与制度设计方面，粤港澳三地先后成立了“粤港科技创新合作专责小组”和“粤澳科技合作专责小组”，形成了推动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有效组织保障。广东省方面，印发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文件，明确广东省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总体要求、具体目标、建设举措等；出台“科创12条”等政策文件，在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省科技计划项目、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使用、财政科研资金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积极落实16项惠港、惠澳政策措施，支持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对进境动物源性生物材料实行通关便利，放宽内地人类遗传资源过境港澳的限制等。这些措施突破了重点领域体制机制障碍。近年来，广东省相关部门持续强化政策措施，围绕资金、人才、技术等重点环节，着力推动创新资源自由流动与共享。总体而言，广东省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推进了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体制机制衔接，加快了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更加自由流动。
4.2  初步实现重点区域的跨境科技创新协同
粤港澳大湾区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国家批复的首批5项先行先试政策中，港澳科研设备过关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已落地实施；同时，推动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对港开展创新合作。截至2019年年底，大湾区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47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50项，在广东省复制推广69项，深圳全市复制推广122项。推进“深港通注册易”“深澳通注册易”应用，实现服务港澳企业“零跑动”。建设了前海深港基金小镇、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等一批面向港澳创新创业平台。在加快人才跨境流动上，率先试点聘任港澳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首批已有7名仲裁员依法履职。推出“大湾区国际人才服务窗口”，实现93项人才服务事项“一站式”办理，为境外人才提供最优质服务。
跨境科技创新协同使得大湾区专利产出水平不断提高。从2018年大湾区内地城市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数据来看，深圳的专利申请达到228 609件，专利授权达140 206件，数量最多；仅次于深圳的广州专利申请达173 124件，专利授权达89 826件。这两座城市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权数量在大湾区内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而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权数量最少的肇庆，专利申请量有7 906件，但专利授权量只有3 901件，与广州、深圳的差距极大。数据显示，2018年广州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719.02亿元，在2017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位列省内第一；深圳当年认定登记技术合同有9 751项，完成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582.61亿元，占广东省技术合同成交总量的42.01%，占全国技术合同成交总量的3.29%[24]。在大湾区创新产出方面，深圳、广州的技术市场交易活跃，科技成果市场化水平较高，但其他城市的科技成果市场化程度较低。
从创新产出的效果来看，随着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共同体以及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体系的不断构建和完善，为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开创了新局面，但现阶段固有的成果转化障碍依旧存在，三地间的技术转移还未形成稳定、开放态势。从近两年的技术合同登记情况数据分析，2018年，香港输出广东省技术9项，成交额0.91亿元；澳门输出广东省技术2项，成交额0.02 亿元；香港从广东省吸纳技术389项，成交额48.39 亿元；澳门从广东省吸纳技术13项，成交额0.42 亿元。2019年，香港输出广东省技术31项，成交额2.22亿元，比上年增长142.75%；澳门输出广东省技术2项，成交额0.09亿元；港澳地区从广东省吸纳技术合同443项，成交额40.18亿元，吸纳技术有所回落，比上年下降17.68%。2018年，大湾区整体技术输出23 330项，成交额1 359.88亿元，吸纳技术14 436项，成交额608.35亿元；2019年，大湾区整体技术输出 32 861项，成交额2 217.19亿元，吸纳技术21 405项，成交额1 467.74亿元。可见，港澳与珠三角9市间的技术转移活动并不活跃，交易规模与整个大湾区的技术交易体量极不匹配，交易额亦未能呈稳步上升趋势。除存在部分技术交易合同未进行登记的原因外，主要的影响因素还在于当前环境、三地间专利管理制度不同、科技成果转移体系不同、信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成本较高等（见表1）。
 

 表1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专利申请和授权量           单位：件
	城市
	专利申请数
	专利授权数

	广州
	173 124
	89 826

	深圳
	228 609
	140 206

	珠海
	31 167
	17 090

	佛山
	89 395
	51 013

	惠州
	21 643
	14 705

	东莞
	97 030
	65 985

	中山
	49 041
	34 114

	江门
	19 748
	12 273

	肇庆
	7 906
	3 901

	香港
	16 777
	10 414


注：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和《香港统计年刊》[25]。

4.3  初步实现科技创新资源自由流动与共享
在推动科研资金跨境使用方面，2019年，广东省制定港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广东省财政科技计划的若干规定，已有11项由港澳机构牵头或参与的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获准立项，支持港澳高校及在粤机构稳定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项项目累计达到808项，获得支持资金约5.8亿元。在健全粤港澳创新创业人才流动机制方面，实施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人才管理改革措施，全面实施人才“优粤卡”政策、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和外国人才签证制。在推进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方面，依托广东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粤科汇），汇聚全省大型科学仪器8 354台（套），向多家港澳高校院所提供科研仪器设施共享服务。在新型科技信息资源服务体系共享方面，推动粤港澳共享国际国内科技信息资源，年实现信息检索38万人（次），浏览量达112万人（次）。在实验动物科技合作方面，港澳地区利用广东省实验动物开展生命科技创新合作成效显著，目前大湾区内已建立8家实验动物资源合作共享机构。
4.4  初步构建了创新合作平台体系
在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港澳开放上，依托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南沙分中心、珠海分中心，开通香港科技园和澳门网络专线，服务港澳地区用户近200家。东莞散裂中子源已向香港开放谱仪。同时，粤港澳共建省实验室和联合实验室，2019年新组建10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10家广东省实验室中，共有8个香港科研机构、约36位香港科学家、5位澳门科学家深度参加。另外，加快引进港澳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到珠三角转移转化，至2019年，广东省拥有广州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场、澳门青年横琴创业谷、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等50多个面向港澳的创新创业平台，共有港澳创业孵化基地131家，吸引港澳创业团队和企业超过1 000个（家）。
在创新合作平台体系的支撑下，大湾区整体创新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大湾区各地市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支撑科技创新的能力不断增强，但目前大湾区创新发展环境建设的差距显著，不利于协同创新的发展。《2019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显示，深圳营商环境指数达84.48，排在全国第三，广州则以83.32的营商环境指数位列第四；2017年的数据显示，深圳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10 988家，在大湾区内排名第一，但拥有高新技术企业最少的肇庆只有288家高新技术企业，远远不及深圳、广州等大湾区核心城市[26]。由表2可以看出，大湾区优势创新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也主要集中在广州。就大湾区创新环境水平而言，香港、广州和深圳等核心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信息化水平较高，存在着巨大的虹吸效应，导致众多优秀的人才和创新要素、创新资源在此聚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整个区域整体协同创新的发展。
表2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优势创新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分布
	城市
	优势创新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占比

	广州
	51.47%

	深圳
	17.65%

	佛山
	8.82%

	香港
	8.82%

	中山
	2.94%

	珠海
	2.94%

	东莞
	2.94%

	惠州
	1.47%

	肇庆
	1.47%

	江门
	1.47%


注：数据来源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19）》[27]。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科技协同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重要举措，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本文从要素协同的视角，剖析了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的整体区域特征与现存问题，总结归纳了大湾区的科技协同创新经验模式，主要结论如下：（1）由于核心城市存在虹吸效应，周边其他城市聚集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能力较弱，大湾区存在着协同创新发展不均衡的特征；（2）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存在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产业科技创新协同程度不高、要素流动渠道不畅，以及主体动力不足且协同性不强等问题；（3）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已在组织与制度设计、跨境科技创新协同、要素流动与共享、创新合作平台体系搭建等方面形成了特色经验与模式。粤港澳大湾区要参与全球竞争，势必要针对现存问题，利用既有优势和已形成的经验模式，进一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进而实现大湾区更高质量的发展。
5.2   政策建议
5.2.1 完善科技协同创新的协调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需要协调机制的支持。一是完善大湾区协同创新的领导决策机制，突出国家层面的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领导小组的作用，研究大湾区协同创新的发展问题，处理大湾区内协同创新发展事务，使得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更好地衔接国家发展战略。二是构建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兼顾大湾区内各创新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不断谈判与磋商，研究确定合理的利益分配平衡点，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与利益分配，激发创新主体间创新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2.2  推进形成创新资源共享和开放机制
由于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创新发展过程中创新资源难以有效整合，阻碍了区域协同创新的推进，因此构建创新资源合作机制不可或缺。一是完善创新平台资源共享和开放服务机制，推动大湾区内部的科技创新平台资源实现市场化高效率共享使用，包括产业共用技术平台、孵化载体平台、金融资本平台、产业合作资源等，并建立统一的项目库、人才库。二是完善海外交流合作和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机制，打通香港、澳门的大学和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之间的合作机制、人才和项目流动机制，探索在香港、澳门成立合作机构的有效方案，和香港、澳门的大学确定科研成果转化机制、知识产权转移机制、人才待遇和奖惩机制等关键环节及相应措施；加大在欧美、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突破，以点带面，逐步形成海外交流合作阵地。充分发挥大湾区的政策优势，联合培养创新人才和项目对接，实施“绿卡”制、便于科技人才跨境流动，加强人才合作交流，促进大湾区内人力资源的便捷流动。
5.2.3 打造创新主体协同机制
打造创新主体协同机制，提高各协同创新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科学统筹规划企业间的协作力度，鼓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为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营造良好氛围与环境，加大对科技中介的扶持力度，推动建立完善科技中介体系；各创新主体应明确自身功能定位，将自身的发展需求与协同创新需求相结合，共同找准利益结合点，在促进自身协同能力提升的同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要增加各创新主体的文化认同。文化是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的特殊性，粤港澳三地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要促进创新主体的协同，应增强文化认同，以此促进协同创新的实现。
5.2.4 建立协同创新资金保障机制
大湾区实现协同创新发展，需要完善科技创新的资金保障机制。一是建立多元化资金供给机制。建议政府成立协调创新专项基金，发展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并给予创新企业长期贷款担保等金融支持，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转移；鼓励商业银行探索联保联贷的方式，为协调创新项目提供金融支持，降低单个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鼓励海外投资引导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等风险偏好型投资进入，为大湾区协同创新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二是建立政府投入和社会资本融合发力机制。将政府投入和社会资本力量进行有机融合，尤其在重大产业创新项目立项和推进中，将社会资本参与作为技术线发展的重点目标、作为产业线发展的关键要素；择优选择并依托合适的社会资本机构，作为项目经理人服务的来源之一进行深度合作。三是要建立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孵化体系。有机聚集和融合创新产业链的人才、技术、资金、载体四大要素，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孵化体系，实现从科技项目到创业企业，以及企业发展过程中关键要素的系统整合，提供全方位的支撑和服务，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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